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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格兰杰因果实证的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互动机制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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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利用面板格兰杰因

果关系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因果互动关系开展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
（１）全国尺度上，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与人均 ＧＤＰ 互为格兰杰原因，存在“正向循环反馈”的因果互动关系，即城市绿地水平的提

高能够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能够拉动城市绿地建设。 城市绿地率与城市人均 ＧＤＰ 的因果关系可以概括为“绿磁效

应”（ＧＭＥ）和“需求效应”（ＧＤＥ）。 （２）区域尺度上，东部地区人均 ＧＤＰ 与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人均

ＧＤＰ 是城市绿地率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城市绿地率不是人均 ＧＤＰ 的格兰杰原因；（３）西部地区城市绿地率与人均 ＧＤＰ 的交

互强度最大，即西部“绿地⁃经济弹性”和“经济⁃绿地弹性”高于其他地区。 东部地区通过扩大城市绿地率来提升经济发展的空

间比较小，应着眼于提高城市绿地质量，中、西部地区城市绿地率较小，应在兼顾城市绿地质量的基础上提升城市建成区绿地

率。 本研究能够为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和城市生态规划与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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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带来了城市景观的深刻变化［１］。 作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类别，城市绿地是指以自

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要存在形态的城市利用地［２］，是高密度人口聚集的城市中的自然本底，为人类城市生

活提供支持、供给、调节和文化等方面的生态系统服务，已成为衡量人地关系和谐状况［３］ 和居民生活质量的

重要方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断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阐释，生态环境与财富积累并

非“零和”博弈、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协同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互动机制研

究是生态环境与社会财富积累关系研究的一个方面，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将深化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研究，以及充实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实践基础。
城市绿地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集中于评估城市绿地的使用价值［４］。 条件估值法［５］、享乐价格法［６⁃７］是城

市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货币化研究的常用方法。 有学者将城市绿地的蒸腾降温功能与空调降温功能类比，
计算其经济价值［８］。 此类城市绿地的经济效应评价是用货币方式评价城市绿地价值，是对城市绿地这一公

共物品所创造的公共福利的衡量，但并不直接体现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城市绿地的房地产增值

效应则直接反映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部分学者运用特征价值模型［９］、半对数特征价格模型［１０］ 和

地理加权回归［１１］探讨城市绿地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绿地能够显著提升住宅价格［１２，１３］。 城市

绿地的房地产增值效应从侧面证实了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存在相关关系。 然而，房地产市场只是城市经济的

组成成分之一，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绿地存在何种关系需要在宏观层面进行细致探讨。
宏观层面上，李雪铭等［１４］定性分析了城市绿地系统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并以大连市为例构建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分析城市绿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类似的研究还有吴彤和倪绍祥［１５］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

法，发现南京市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Ｌｉ 等［１６］利用 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２８３ 个城市的截面数

据，通过空间回归模型分析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化的促进作用，结果显示人均 ＧＤＰ 对城市绿地率具有正向

影响。
总体而言，宏观层面上的研究多采用回归分析，结果多数只做到了揭示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存在相关关

系。 而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究竟是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绿地，还是城市绿地影响

经济发展，抑或是双向因果关系，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从统计上探讨两个变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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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因果关系的方向的统计方法［１７］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城镇化［１８］、经济

增长［１９］、植被与气候［２０］等领域的因果关系的识别与验证具有广泛的应用，是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因果关系

识别的有力工具。
基于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的因果互动关系，构建

面板数据模型探讨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方向与程度。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建成区绿地率”是城市绿化水平的表征值，人均 ＧＤＰ 是反映城市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中国地级市市辖区的人均 ＧＤＰ 和市辖区建成区绿地率作为研究基础数据，剔除了数据缺失的

样本，最终获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 １７ 期 ２３７ 个截面的面板数据，共 ４０３９ 个观测值。 人均 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来自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分析软

件采用 Ｅｖｉｅｗｓ８．０ 和 Ｓｔａｔａ１６。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面板格兰杰（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检验［２１］探讨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采用

面板数据回归量化分析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大小。 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见下：

ｌｎ （ＡＧＤＰ ｉｔ） ＝ γ ＋ ∑
ｐ

ｍ ＝ １
αｍ ｌｎ （ＡＧＤＰ ｉ，ｔ⁃ｍ） ＋ ∑

ｐ

ｍ ＝ １
βｍ ｌｎ （ＵＧＲｉ，ｔ⁃ｍ） （１）

ｌｎ （ＵＧＲｉｔ） ＝ δ ＋ ∑
ｐ

ｍ ＝ １
αｍ ｌｎ （ＡＧＤＰ ｉ，ｔ⁃ｍ） ＋ ∑

ｐ

ｍ ＝ １
βｍ ｌｎ （ＵＧＲｉ，ｔ⁃ｍ） （２）

式中，ＡＧＤＰ 代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ＵＧＲ 代表城市建成区绿地率，ｉ 为城市个体数量编号，本研究中取值为

１—２３７，ｔ 为时期编号，本研究中取值为 １—１７；滞后阶数 Ｐ 根据“ＡＩＣ⁃赤池信息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和“ＳＣ⁃斯瓦茨准则”（Ｓｃｈｗａｒｚ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确定，滞后阶数理论上取 ＡＩＣ 与 ＳＣ 值最低值，然而滞后阶数

越大，数据损失就越多，当阶数为达 ３ 时，继续增加滞后阶数 ＡＩＣ 和 ＳＣ 值变动较小，因此本研究中选择滞后

阶数 Ｐ 值为 ３；式 １ 中，检验原假设为“Ｈ０： β１ ＝ β２ ＝… ＝ βｍ ＝ ０”，即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格

兰杰原因；式 ２ 中，检验原假设为“Ｈ０： α１ ＝ α２ ＝ … ＝ αｍ ＝ ０”，即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城市建成区绿地率的格兰

杰原因。
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ｌｎ （ＡＧＤＰ ｉｔ） ＝ αｉ ｌｎ （ＵＧＲｉｔ） ＋ ｕｉ ＋ εｉｔ （３）
ｌｎ （ＵＧＲｉｔ） ＝ βｉ ｌｎ （ＡＧＤＰ ｉｔ） ＋ ｕｉ ＋ εｉｔ （４）

式中，ｕ 为反映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 ε 为随时间和个体而改变的扰动项。 弹性的概念可以应用在具有因果

关系的概念中。 α 为“经济⁃绿地弹性”系数，用来描述人均 ＧＤＰ 随建成区绿地率变动的情况，即当建成区绿地

率变化 １％，人均 ＧＤＰ 变动 α ％。 β 为“绿地⁃经济弹性”系数，用来描述建成区绿地率随人均 ＧＤＰ 变动的情

况，即当人均 ＧＤＰ 变动 １％，城市绿地率变动 β ％。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面板单位根检验

只有数据是平稳的（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回归分析及其相关检验才可信［１７］。 含有时间序列的数据，如果表现出一

致的变化趋势（非平稳），即使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往往也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即出现虚假回归

（ｓｐｕｒｉｏｕ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或伪回归［１７］。 为了防止因共同的时间趋势出现“伪回归”现象，本研究对 ＡＧＤＰ 和 ＵＧＲ
及其对数形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 Ｈａ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Ｔｚａｖａｌｉｓ 检验（ＨＴ 检验）和 Ｉｍ⁃Ｐｅｓａｒａｎ⁃Ｓｋｉｎ 检验（ＩＰＳ 检验）是
适用于短面板，用以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即变量是否平稳的统计方法。 由于本数据时间维度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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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截面数，属于“短面板”，根据面板单位根检验的特征［２１］，开展 ＨＴ 检验和 ＩＰＳ 检验，计算工具为 Ｓｔａｔａ 软件。
检验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ｎｅｌ ｕｎｉｔ ｒｏｏｔ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全国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东部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中部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西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ＰＳ 检验
ＩＰＳ ｔｅｓｔ

ＨＴ 检验
ＨＴ ｔｅｓｔ

ＩＰＳ 检验
ＩＰＳ ｔｅｓｔ

ＨＴ 检验
ＨＴ ｔｅｓｔ

ＩＰＳ 检验
ＩＰＳ ｔｅｓｔ

ＨＴ 检验
ＨＴ ｔｅｓｔ

ＩＰＳ 检验
ＩＰＳ ｔｅｓｔ

ＨＴ 检验
ＨＴ ｔｅｓｔ

ＡＧＤＰ ７．１９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８８５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７４
（０．８４７９）

－８．８８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９１３
（１．００００）

－６．９６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８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５８６∗∗∗

（０．００３９）

ｌｎ（ＡＧＤＰ） －４．１１０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７９１４∗∗∗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７７３∗∗∗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５３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６５５∗∗∗

（０．００６８）
－１４．２５８２∗∗∗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０２１∗∗∗

（０．００１９）
－５．３２７７∗∗∗

（０．００００）

ＵＧＲ －１５．２９９７∗∗∗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３２４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７６３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７８８８∗∗∗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８０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２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６．２１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８８８∗∗∗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ＵＧＲ） －１４．６２９５∗∗∗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３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６８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４．７９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０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９１４７∗∗∗

（０．００００）
－６．２１３６∗∗∗

（０．００００）
－９．７１１２∗∗∗

（０．００００）
　 　 表格内数据 ＩＰＳ 检验和 ＨＴ 检验分别对应 Ｗ 统计值和 Ｚ 统计值；括号内部为伴随概率 Ｐｒｏｂ．值；∗∗∗表示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ＩＰＳ：Ｉｍ⁃Ｐｅｓａｒａｎ⁃Ｓｋｉｎ；ＨＴ：Ｈａ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ＴｚａｖａｌｉｓＡＧＤＰ：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ＵＧＲ： 建成区绿地率；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ＩＰＳ 检验中，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人均 ＧＤＰ 均为非平稳序列；而 ｌｎ
（ＡＧＤＰ）、ＵＧＲ 和 ｌｎ（ＵＧＲ）均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面板单位根的假设，即为平稳序列。 在 ＨＴ 检验

中，所有变量均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面板单位根，即为平稳序列。 在该面板数据中变量 ｌｎ（ＡＧＤＰ）和
ｌｎ（ＵＧＲ）均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 ＨＴ 和 ＩＰＳ 变量平稳性检验，均为平稳序列，不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
因而开展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及相关检验有效。
２．２　 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运用 Ｅｖｉｅｗｓ ８．０ 软件开展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从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结果（表 ２）可以发现全国尺度上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与人均 ＧＤＰ 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全国尺度上，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与人均 ＧＤＰ 呈现极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人均 ＧＤＰ 影响建成区绿地

率增长，同时建成区绿地率影响人均 ＧＤＰ 增加。 在东部地区，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是人均 ＧＤＰ 的格兰杰原因

假设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 ＧＤＰ 是城市建成区绿地率的格兰杰原因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建

成区绿地率与人均 ＧＤＰ 呈现单向的因果关系，人均 ＧＤＰ 影响建成区绿地率增长。 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

建成区绿地率与人均 ＧＤＰ 呈现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总的来说，４ 个研究区域中，人均 ＧＤＰ 显著影响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增长，而在东部地区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与人均 ＧＤＰ 因果关系不显著，表明城市建成区绿地

率增长对人均 ＧＤＰ 影响较弱。

表 ２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ｓ
全国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东部地区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中部地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西部地区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 假设 Ｂ 假设 Ａ 假设 Ｂ 假设 Ａ 假设 Ｂ 假设 Ａ 假设 Ｂ 假设

样本容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３３１８ ３３１８ １２６０ １２６０ １３１６ １３１６ ７４２ ７４２

Ｆ 值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３．７１０９∗∗ １４．３２７２∗∗∗ ０．６４５９ ４．０８８２∗∗∗ ３．３７００∗∗ ６．９５３７∗∗∗ ２．１９８７∗ ２．８２２９∗∗

伴随概率 Ｐｒｏｂ．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８５６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８６９ ０．０３８０

　 　 Ａ 假设为“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不是人均 ＧＤＰ 的格兰杰原因”；Ｂ 假设为“人均 ＧＤＰ 不是城市建成区绿地率的格兰杰原因”；∗∗∗、∗∗、∗

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２．３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但是不能确定这种关系是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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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负向影响，以及影响程度。 本文应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分析影响类型和程度，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

的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综合 Ｆ 检验和豪斯曼检验。 Ｓｔａｔａ 在固定效应回归（“ｘｔｒｅｇ，ｆｅ”）时输出的全国：Ｆ（２３６，
３７９１）＝ １１．８４，Ｐ ＝ ０．０００；东部：Ｆ（８９， １４３９） ＝ １０．５７，Ｐ ＝ ０．０００；中部：Ｆ（９３， １５０３） ＝ ９．１７，Ｐ ＝ ０．０００；西部：
Ｆ（５２， ８４７） ＝ １４．０９，Ｐ ＝ ０． ０００。 结果显示固定效应回归优于混合回归，豪斯曼检验的结果为全国：Ｐ ＝
０．８０４０；东部：Ｐ＝ ０．９９５９；中部：Ｐ＝ ０．８３７５；西部：Ｐ ＝ ０．６１８５；表明随机效应回归优于固定效应回归。 因此，本
研究适合采用面板随机效应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 ３）均为大于零，表明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与人均 ＧＤＰ 增长具有相互促进，存在“正
向循环反馈”的互动关系，即城市绿地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能够拉动城市绿地

建设。
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对人均 ＧＤＰ 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在全国尺度、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城市绿地率增长

率是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绿地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东部地区不存在绿地率对人均 ＧＤＰ 的正向促进

作用。 在全国尺度上，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每增长 １％，能够带动人均 ＧＤＰ 增长 ０．２１７％。 西部地区的“经济⁃绿
地弹性”系数为 ０．３０６，表明西部地区城市绿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０．２１７。 而中部地区“经
济⁃绿地弹性”系数为 ０．２０５，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０．２１７。

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拉动城市绿地建设。 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人均 ＧＤＰ 都是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增长的

格兰杰原因。 全国尺度上人均 ＧＤＰ 每提升 １％，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提升 １．４４％。 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绿地建

设的拉动作用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人均 ＧＤＰ 每增长 １％，西部地区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增长

１．５３％，东部地区 １．４２％，中部地区 １．３６％。 西部地区“绿地－经济弹性”系数最高为 １．５３，表明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对城市绿地建设的拉动作用最大。 从“经济⁃绿地弹性”系数来看，西部地区建成区绿地率每提升

１％，人均 ＧＤＰ 提升 ０．３％，即西部地区城市绿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高。

表 ３　 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ｎｅｌ ｍｏｄｅ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 统计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全国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东部地区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中部地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西部地区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ｎ（ＡＧＤＰ） ｌｎ（ＵＧＲ） ｌｎ（ＡＧＤＰ） ｌｎ（ＵＧＲ） ｌｎ（ＡＧＤＰ） ｌｎ（ＵＧＲ） ｌｎ（ＡＧＤＰ） ｌｎ（ＵＧＲ）

Ｃ
（ ｔ 值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５．１２８７９６
（４１．８４∗∗∗）

１．３２０２０８
（２５．０３∗∗∗）

５．３４２５８７
（２０．８７∗∗∗）

２．０４８３１７
（２６．２２∗∗∗）

５．２５７４８７
（２６．５９∗∗∗）

１．４６７５９１
（１７．３９∗∗∗）

４．８５２２８９
（２４．８７∗∗∗）

０．３２１６１５６
（２．８６∗∗∗）

ｌｎ（ＵＧＲ）α
（ ｔ 值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４４３２０１
（４２．８９∗∗∗）

—
１．４２９４４４
（２０．５３∗∗∗）

—
１．３５９１９
（２４．８８∗∗∗）

—
１．５３０２９
（２８．３２∗∗∗）

—

ｌｎ（ＡＧＤＰ） β
（ ｔ 值 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０．２１６７３８９
（４２．８４∗∗∗）

—
０．１４９７０６７
（２０．３９∗∗∗）

—
０．２０５３７４７
（２４．８８∗∗∗）

—
０．３０６３２６
（２８．１１∗∗∗）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１） １８３９．８６
（Ｐ＝ ０．０００）

１８３５．４２
（Ｐ＝ ０．０００）

４２１．５２
（Ｐ＝ ０．０００）

４１５．７８
（Ｐ＝ ０．０００）

６１８．７８
（Ｐ＝ ０．０００）

６１８．９３
（Ｐ＝ ０．０００）

８０２．００
（Ｐ＝ ０．０００）

７９０．１６
（Ｐ＝ ０．０００）

样本容量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４０２９ ４０２９ 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 １５９８ １５９８ ９０１ ９０１

　 　 ∗∗∗、∗∗、∗分别代表在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与人均 ＧＤＰ 互为正向因果关系，即城市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城市绿地

建设，城市绿地建设水平的提高能够反过来提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而刘志强和邢琳琳［２２］的研究认为，城市

绿地水平与各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未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一方面是因为研究中存在的尺度效应，刘志

强和邢琳琳［２２］的研究分析的是区域间（东、中、西、东北）城市绿地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并未出现明显的相关

关系，城市尺度的城市绿地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区域尺度上被掩盖了。 另一方面是在研究方法上，相比

７０２５　 １５ 期 　 　 　 洪顺发　 等：基于格兰杰因果实证的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互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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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及简单统计分析，本研究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计量分析方法在因果关系实证研究更具效率。
有学者研究认为，城市绿地具有房产增值效应［１３，２３⁃２４］，城市绿地具有的生态、休闲等功能会影响消费者购买房

屋和开发商拿地，从而提高住宅价格［９］。 城市绿地对房地产增值效应的研究有力地支撑了本文城市绿地对

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的研究结论，城市绿地推动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结果符合经济事实。
东部地区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并不是人均 ＧＤＰ 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城市绿地未明显表现出对经济发展的

带动作用，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已达到较高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
边际效用递减，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当一个人连续消费某种物品

时，随着所消费的该物品的数量增加，物品的边际效用有递减的趋势［２５］。 城市绿地的“消费”中遵循着这种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当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再提高建成区绿地率对“消费者”而言所增加

的“满足感”较低，因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对经济的吸引作用也相对较弱。 西部地区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最低，
西部地区城市绿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高于中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解释结果。

基于城市绿地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正向循环反馈”关系，可以将其概括为“绿磁效应”和“需求效应”。 城

市绿地具有的生态、休闲功能能够吸引居民和企业入驻，尤其是对城市绿地需求较高的第三产业［２６］。 城市绿

地吸引游客和投资者入驻［２７］，间接促进地方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有学者将城市绿地在社区种族间交

往中的“吸引”作用概括为“绿磁”（Ｇｒｅｅｎ Ｍａｇｎｅｔ） ［２８］。 本研究借鉴这一概念，将其从社交层面拓展到经济层

面，将城市绿地对经济的推动效应，即绿地本身所具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对个人和企业的“吸引”概括为“绿磁

效应”（Ｇｒｅｅｎ Ｍａｇｎｅｔ Ｅｆｆｅｃｔ）。 除少数私家园林外，城市绿地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城市绿地的规划与建设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运用公共财政资金投资建设。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使当地政府拥

有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支撑城市绿地的供给和维护［１７］。 需求是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总和。 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入越高，城市绿地的需求也就相应地提高。 因而，将城市经济发展对城市绿地

建设的促进作用概括为“需求效应”（Ｇｒｅｅ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城市绿地面积增加

和质量提升的需求持续增长。
自然地理条件对人口分布、交通、经济发展等人口活动具有基础性的影响。 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中

最主要的自然要素，除了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外，也受城市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 有学者研究发现，海拔、地形、
温度、湿度等自然地理条件会对城市绿地建设具有显著的影响［２９］。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在一篇文章中同时

开展自然、经济对城市绿地率的互动机制研究较难，因篇幅限制本文仅探讨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建成区绿地

率之间的存在因果关系，未关注自然要素对城市绿地率的制约。 未来可进一步研究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

等因素如何影响城市绿地的规划与建设，“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城市绿地建设”之间存在何种因果互动

机制。

图 １　 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正向循环反馈概念框架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２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水平的

关系。 研究证实了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双向

因果关系，即存在“正向循环反馈”的互动关系。 从全

国尺度上看，经济发展水平能够促进城市绿地建设，城
市绿地建设亦能促进经济发展（图 １）。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绿地建设的格兰杰

原因，而城市绿地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格兰杰原因。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绿地交互影响强度最大。
鉴于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存在因果互动关系，未来的城市规划中应从自然⁃经济互动的视角出发，在环境宜居

与经济发展中寻找平衡点，实现环境与经济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格局。 东部地区运用城市绿地率的提升来拉

８０２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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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经济发展的空间比较小，应着眼于提高城市绿地质量，实现城市绿地的体系化，创造高品质的城市绿色空

间。 中、西部应在兼顾城市绿地质量的基础上，在新增城镇建设用地中合理增加城市绿色空间，在存量城市建

设用地中开展土地整理，盘活存量，见缝插绿，合理拓展城市绿色空间。
以往的多元线性回归仅证实了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存在相关关系，本研究运用因果关系分析方法证实了

其因果关系的存在。 对城市绿地的“绿磁效应”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效应”的高度概括对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

的关系研究和城市规划具有借鉴意义。 限于篇幅，并未对两种效应进行分解研究，未来研究可将“绿磁效应”
和“需求效应”分解，开展更加细致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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